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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视域下的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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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关于法团主义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新旧法团主义的争论以及法团主义的未来等

问题展开。法团主义的内涵介于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在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析中，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处于一种

紧张关系，即何者为优先一直是分析两者关系的一个核心命题。而法团主义的意义在于突破两者何为优先的思考，并试图将

两者作为一种整合的价值加以分析。根据其运行的主体来划分，法团主义分为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在国家法团主

义的典型国家中，政党几乎完全主导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在社会法团主义的框架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地位则较为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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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公共政策教

授尤尔根·格劳特（Jürgen R. Grote）对法团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一段有趣的评述：“我们现在知道，

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法团主义的重提，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当学者们刚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解释发达资本主义

趋势的时候，法团式的实践已经达到顶端，而后在80年代渐渐回落。然而，当许多观察家宣布它已消失的时

候，法团主义却又抬头了；直至现今90年代，法团主义似乎又把它的两个主题— —利益集中和决策体制— —

推向了新的高度。”1施密特和格劳特的这段文字恰恰说明了法团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充足解

释力。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选取的视角则是法团主义。本文首先对法团主义作中西

方学术史的梳理，然后在其内涵和经典分类的基础上对法团主义意蕴下的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进行理论探

讨。 

    一、法团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兴起 

近年来法团主义（corporatism）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词汇，其主要出现在社会学、政治

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之中。法团主义一词有多个译法，还包括社团主义、组合主义、统合主

义与合作主义等表述。因此，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在转述他人观点时一律采用“法团主义”的表述。社会

学中关于法团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团主义理论和公民社会研究（社团研究）之中。最早讨论法团主义理

论的成果出现在社会学领域中。早期引介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张静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合作主义’

理论的中心问题”一文。在文中，张静对法团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作了较为详细的梳

理。2当然，张静关于法团主义更为完整的引介和评述集中展现在《法团主义》一书中。3社会学对法团主义

的关注主要以公民社会或社团为核心展开。譬如，顾昕和王旭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的关系

进行研究，并发现两者关系的这种法团主义模式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仅是一种过渡性形态，而有可能较长期

地存在。4再如，顾昕对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国家应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能促性角

色，通过推动公民社会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来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发展能力。5另如，张静对法团主义模

式下的工会角色进行研究，并指出工会作为社会功能组织之一，应当在国家和职工之间发挥法团主义的功

能。6马秋莎以经济社团为例对中国法团主义的发展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独特的国家法团主义正在发生变

化，这种变化的程度及走向将取决于并反作用于未来的权力安排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变。7 

政治学对法团主义的探讨主要分布在法团主义理论、法团主义与政治改革、法团主义与政府、法团主义

与社团等问题上。在法团主义理论方面，颜文京对法团主义的概念、分类和历史渊源进行了梳理，并对法团

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在该模式中的作用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8景跃进则对多元主义、精

英主义和法团主义三种理论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处于（权力）“分散与集中”连续

谱的不同位置，而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则可以在（组织）“开放与封闭”的连续谱上发现它们的居所。9在法

团主义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方面，刘为民认为，法团主义为中国政治转型提供了一种的新视角，可以推动政治

转型在宏观、中观、微观和方法层次上的稳妥推进。10刘安就海外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进

行梳理后发现，流行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框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而要解释这

一过程则需要发掘自身的经验或进行概念再造。11安戈和陈佩华运用法团主义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实践进行分

析并指出，体现国家法团主义特征的群众性团体正在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而且这种转型的可能性要远远高

于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的引进。12在法团主义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许婷的研究指出，法团主义为政府与社

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13曹海军和文长春的研究认为，法团主义作为一种新

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将成为政府能力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一个新起点。14刘恩东则认为，法团主义对研究社会

转型期中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及其与政府的互动有重要理论价值。15在法团主义与社团关系方面，政治学

研究偏重使用一些政治学的概念进行相关分析，譬如王诗宗对温州商会的政治合法性及其与法团主义的关系

进行了探讨。16 

    在经济学领域，法团主义主要出现在经济福利制度和劳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譬如，郑秉文对法团主

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中的运用进行分析，暗示中国的福利制度构建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并

同时在学习中努力避免西方出现的问题。17陈少晖的研究指出，中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更多反映出旧

法团主义的特征，而未来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构建应该以新法团主义为基础。18杨鹏飞以上海市的实践为

例，得出与陈少晖相类似的结论，主张建立新法团主义的劳资关系体制。19管理学对法团主义的分析主要集

中在政策研究领域。例如，俞静运用“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这一概念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寻租行为和汽

车产业政策失效的根源。20薛澜和彭志国则以日本审议会机制为基础，从微观制度层面分析了法团主义框架

下政策咨询机制的构建和完善途径。21法团主义的研究也出现在那些经历过该模式的他国历史研究中。例

如，王皖强用“从法团主义到撒切尔主义”来描述战后英国保守党在国家干预经济问题上的政策变迁。22夏

立安则对法团主义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发展及其对意大利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进行总结。23 

    二、西方法团主义研究的学术史 

法团主义的观点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出现。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就曾表达过法团主义的思想：

“在这众多的民间团体（分两类：自然的，及契约的或志愿的）之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团体，相对地

或绝对地起主导作用，即构成某个社会集团对国民（或市民社会）的其余部分的领导权机构，也就是构成狭

义的国家即政府— —强制机构的基础。”24二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肖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较早地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法团化（corporatization）的趋势进行了描述，“主要的利益

集团被集中起来并鼓励就未来行为达成一系列的妥协，这会推动经济朝着预期的路径演进。这一计划表明了

一种方向，即利益集团与带着面纱的国家已经就未来的发展达成了某种合意。”25关于法团主义里程碑式的

成果出现在《政治评论》杂志在1974年第1期的“新法团主义：自由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专辑中。该专辑

由5篇文章组成：美国乔治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主要关注法团主义在

拉美经济发展中的表现；26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拉美史教授罗纳德·纽顿（Ronald C. Newton）则用

“天然的法团主义”一词来描述和分析拉美的民粹主义和政治发展；27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士·

马洛伊（James M. Malloy）以秘鲁为例对权威主义、法团主义以及社会动员的三者关系进行了分析；28菲利

普·施密特对法团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界定，并将新法团主义作为一种与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工团主

义（syndicalism）相区别的利益表达方式加以阐述和分析；29美国圣母大学历史学教授弗里德瑞克·派克

（Fredrick B. Pike）则将法团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之间的桥梁，并将其运用于拉美与美国外交

关系的研究之中。30在这一专辑的5篇文章中，施密特的文章最具影响力。 

    在这次专辑之后，法团主义的讨论主要在三个领域展开。第一个领域是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曼

海姆大学的伯杰塔·尼德曼（Birgitta Nedelmann）和科特·梅尔（Kurt G. Meier）就两者关系提出三点意

见：第一，法团主义仅仅作为反对多元主义的概念而存在是不充分的。第二，法团主义实际上吸取了多元主

义的一些特征，譬如其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分析都关注利益表达这一要素，而这一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

多元主义的特征。第三，国家在法团主义分析中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在这里，国家不再被看作利益相互竞争

的一个背景场域（多元主义的观点），而是被看作一个参与政策产生的行为体。31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政治

学教授罗斯·马丁（Ross Martin）在自由法团主义（liberal corporatism）概念的基础上讨论了两者关

系。马丁认为，自由法团主义概念需要在集团间合作、经济政策、劳方和资方的关系、管理等四个方面加以

界定，同时，自由法团主义概念的不足在于，已有的分析者并没有就国家的作用这一核心议题达成一致的观

点。同时，在新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上，马丁指出，两者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两者

甚至是同一连续体上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32在对马丁的回应性文章中，欧洲大学学院比较社会制度教授科

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批评马丁忽视了法团主义的本质性特征，但同意马丁将新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

视为同一连续体的观点。克劳奇认为，利益代表作为一个连续体，可以分为威权法团主义（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自由法团主义、多元主义和竞争等四个程度。33  

第二个领域是新旧法团主义的争论。英国赫尔大学管理学教授安德鲁·考克斯（Andrew Cox）就法团主

义的新旧版本进行了清晰的区分。考克斯认为，旧法团主义主要是指一种国家在不同的功能利益间参与协调

和谈判的理想模式，而新法团主义则关注政策的制定过程。考克斯进而指出，新法团主义的这种政策过程导

向实际上无益于学理上的深入，而主张将法团主义作为与多元主义和一元主义（monism）相对应的政治类型

加以讨论。34苏赛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兰·考森（Alan Cawson）对考克斯回应到，考克斯主要是在抽象的

层面上来谈法团主义，而缺乏经验支撑和实证研究。考森援引施密特关于法团主义一（利益代议）和法团主

义二（政策形成）的区分，来批评考克斯轻视政策过程在法团主义中作用的观点。35第三个领域是法团主义

的危机问题。维也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格里希（Peter Gerlich）等以奥地利为例对法团主义制度在应对

经济危机中的低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西欧的法团主义制度正在遭遇困境并存在衰败的危险。36对法团主义

面临的困境，施密特撰文表达其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施密特承认法团主义正在遭遇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的

浪潮下，法团主义已经死亡（Corporatism is dead!）!另一方面，施密特认为法团主义的生命力并没有终结

（法团主义长命百岁！Long live corporatism!）。施密特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发展的）当务

之急与灵活性、自律以及竞争性联系在一起。而如果法团主义在一个合适的层面上加以构造的话，将对这些

目标和一个物质上更为成功的政治经济有所贡献… …”。37 

当然，对法团主义的讨论也有一些出现在上述三个领域之外。譬如，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里奥

·潘尼奇（Leo Panitch）对七十年代法团主义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认为目前法团主义正在作为社会科学中一

个新兴的产业出现。潘尼奇指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法团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两大

思想路径，而法团主义只有与社会主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施密特所言的“法团主义的世纪”（century 

of corporatism）。381981年，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苏珊娜·伯杰（Suzanne Berger）主编了《西欧的

组织利益：多元主义、法团主义与政治的转型》一书。39同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伯杰撰写了长篇书

评《法团主义、多元主义与职业记忆》。在书评中，阿尔蒙德指出，目前出现的法团主义研究浪潮是利益集

团研究的第三波。第一波出现在上世纪初期，以政治学家本特利（Arthur Bantley）为代表，而第二波出现

上世纪中期，以政治学家杜鲁门（David Truman）为代表。40英国德蒙特福德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斯蒂芬·

帕尔森斯（Stephen Parsons）则提出法团主义的逻辑问题，认为法团主义所主张的利益协调需要在个体偏

好、不确定性和信任三个变量之上展开分析。41 

    三、法团主义的内涵与分类 

菲利普·施密特对法团主义的内涵有一段经典的描述：“法团主义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利益代议系

统：在这一系统中，各个（社会）组成单元被组织进一些单一的、非竞争性的、存在等级秩序和功能区分

的、数量有限的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得到国家的承认和批准（如果不是创建的话），在其各自的领域中被赋

予一种协商代表的垄断权力。同时，作为交换，这些组织在其所代表团体的领导人选择及其需求和支持的表

达方面施加一定的控制。”42施密特的定义基本上成为之后法团主义分析的基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

全书》总结了关于法团主义的三种不同认识：43第一，法团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型

政治经济制度，它依据统一、秩序、民族主义和成功等思想原则，由国家掌握以私人所有占主导地位的工业

的发展方向。”第二，法团主义“是一种和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并行的国家形式。议会政治以一种区域— —个

人代表制模式为基础，社（法）团主义则把职能代表制和国家干预融合在一起。”第三，法团主义“既不是

一种完备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是一种不同于多元主义的利益调解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数量

有限的、具有等级序列的垄断组织在与国家谈判协商的活动中代表其所属成员的利益，并且实施公共政

策。”44这三种定义的区别在于将法团主义是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国家形式，抑或是一个政治过

程，然而仔细观察可发现，这种区别是表面的。在本质上，这三种定义都强调一种介于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

之间的内涵。第一种定义强调法团主义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分别

代表了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内涵。第二种定义强调法团主义是职能代表制和国家干预的结合。职能代表制

与多元主义的内涵交织在一起，而国家干预则更多展现国家主义的内容。第三种认识与施密特的观点基本一

致，其明确强调与多元主义不同，用“数量有限的、具有等级序列的垄断组织”来展现国家权力。同时暗指

与国家主义也有所不同。国家主义强调自上而下分配利益，而法团主义强调代表性组织与国家谈判并实现政

策目标，这又包含了多元主义的内涵。简言之，法团主义的内涵介于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 

法团主义的理论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类型学的分析。譬如，施密特将法团主义分为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与社会法团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施密特认为，“社会法团主义被嵌入进一个政治

系统之中：该系统有着众多相对自主的且多层的地域性单元；有着开放的、竞争性的选举过程和政党制度；

有着在意识形态上多样化的、以联盟为基础的行政权威，甚至还与高度分层和柱状的政治亚文化联系在一

起。而国家法团主义则往往与这样一种政治系统相联系：地域性的次单元紧密地从属于中央行政权力；选举

是不存在的或是全民公决型的；政党系统被一党主宰或垄断；行政权威在意识形态上是排外的，并在较狭窄

的范围内录用官员，同时基于阶级、种族、语言和地区主义的政治亚文化受到压制。社会法团主义看起来是

后自由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组织良好的民主福利国家的一种衍生物，而国家法团主义则看起来是一种

反自由主义的、晚发资本主义的、威权新重商主义国家的界定要素。”45施密特认为，社会法团主义主要存

在于瑞典、瑞士、荷兰、挪威、丹麦以及那些在传统上被学者界定为多元主义的国家如英国、联邦德国、法

团、加拿大和美国等之中。国家法团主义则主要出现在葡萄牙、西班牙、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希腊

等国，以及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贝当时期的法团、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德国以及陶尔斐斯时期的奥地

利等国家中。46在施密特之后，还出现了一些类型学的研究进展。考克斯对旧法团主义和新法团主义作了有

益的区分。前者重点描述利益协调的理想状态，而后者则关注政策实现的过程。47施密特将法团主义分为

“法团主义一”和“法团主义二”两个领域。前者偏重描述利益代议过程中的协调，而后者主要关注政策形

成过程中的协调。48克劳奇对自由法团主义与权威法团主义也进行过辨析。49但整体来看，施密特之后的这

些分类基本上仍然是在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的分类内涵上展开的，只不过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这种

区分。 

    四、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法团主义模式 

政党与公民社会两者关系的分析在中西方学术界中并不多见。但实际上，这组关系可以放在国家与社会

的大背景下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主义分析，即关注社会变迁的宏大结构，强调结构对

行动者的选择激励和环境约束作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范式。国家

主义、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分析中的三大经典理论流派。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

关系在更为微观的领域中的投射。政党越来越成为国家派向社会的代理人（特别是从卡茨和梅尔所提出的卡

特尔政党模式的特征来看），而公民社会则愈加表现为一种社会伸入国家的工具。因此，国家社会分析中的

三大流派对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在国家主义的视野中，政党具有相对优势的地位。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主义将伦理实现与整体性结合在一

起，所以政党因其具有更多的整体性特征，而比公民社会具有更明显的伦理意义。斯考科波的自主国家主义

也暗示政党比公民社会具备更强的自主性，更容易避免少数群体对集体利益的干扰。在多元主义的视野中，

公民社会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功能多元主义的喻意是，公民社会具备一些政党所缺乏的功能，这可以使公

民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功利价值得以保存。权力多元主义暗示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体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这

一点无疑可以提升在政治过程中相对弱势的公民社会的地位。差异多元主义将特殊性视为现代政治的一种价

值加以追求，而相比政党而言，公民社会具备更多实现特殊性的潜能和资质。在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分析

中，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即何者为优先一直是分析两者关系的一个核心命题。从这一意

义上讲，法团主义的价值在于突破两者何为优先的思考，而试图将两者作为一种整合的价值加以分析。 

    加拿大哲学家泰勒关于法团主义有过一些评论：“然而也存在着这些社团被整合到国家内部的趋势，即

走向所谓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趋势（通常以略带冷嘲热讽的强调称谓它，因为该术语源于法西

斯时代的意大利）。诸如瑞典、荷兰、西德等很多这一类国家，正在把工会、雇主协会等组织整合到政府规

划之中。”50实际上，泰勒对法团主义持一种认同的态度。泰勒评述到，“此处提及的整合‘到国家之内’

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视之为政府为了某种特殊利益而丧失了独立性。但实际发生的是社会与政府交织在一

起，… …实际上，协商/辩论这两种轨迹通常是互补的；关于社团主义的议题可被书写成这样一个问题，即有

多少重要的协商发生在议会之外。”51泰勒对法团主义的赞同还体现在其对公民社会的三种定义之中。泰勒

认为，公民社会的第一种定义在于强调其独立于国家的特征，即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定义。公民社会

的第二种定义强调“公民社会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存在才具有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公民社会的第三种定

义是第二种的补充，强调“只要各式各样的社团的整体能够举足轻重地决定或转变国家政策的进程，我们就

能够谈论市民社会”。 52公民社会的第三种定义明显就带有法团主义的色彩。泰勒关于公民社会的第三种定

义暗示了一种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法团主义关系，即公民社会的价值在于有效影响国家政策，而有效影响

政策的途径就是与政党发展较为密切的关系，借助政党或与政党合作来实现政策目标。 

法团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其可以将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从互补模式转向整合模式。关于政党与公民社会

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强调二者的互补性。譬如，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杰克·戈德斯通认

为，公民社会抗议和政党选举政治之间存在互补性，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政党选举政治作为一种制度化

的政治活动，其存在高度的间歇性，主要集中在选举期间，而公民社会抗议则可以不受季节和年份的限制而

持续进行；第二，选举政治主要是对那些具有广泛主张的候选人或政党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而公民社会

抗议和结社活动却可以专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赋予活动以特异性。第三，抗议活动和社团活动可以强

化选举结果。当右派政党执政时，左翼运动可以组织更多的社会运动，以确保自己的意愿也可以被考虑，或

是表示其对执政集团的反对。而当左翼政党执政时，左翼运动也可以组织更多的社会运动，以促使同盟政党

兑现其选举诺言，或是对反对集团施加压力以促成执政集团政策的实施。第四、社会运动可以塑造社会议题

来影响政党的选举机会。譬如，美国公民权运动不但动员黑人投票给民主党，而且通过渲染种族隔离的不公

正性来使得支持反种族隔离的民主党获得另一种形式的选举支持。53实际上，这种互补模式仍然是建立在二

元对立的基础上的。整合模式则更为强调两者利益的一致与行为的契合。法团主义认为，利益代表具有一定

的层级，同时不同层级进入政治权威中心的机会是制度性不均衡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政党与公民社会是

联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层级。同时，政党与公民社会进入政治权威中心的机会也是不均衡的，所以政党

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但同时，公民社会也不会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而是通过法团主义的功能代表获取一

定的向政治体制高层表达的机会。这样，在法团主义模式下，政党与公民社会就结成了一个利益表达和政策

实现的政治有机体。 

在法团主义模式出现的早期，国家法团主义是较为流行的模式。而且，国家法团主义由于与法西斯统治

联系在一起，所以给法团主义带来一些糟糕的名声。“社（法）团主义制度过去始终与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

治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直到最近才结束。而且，法西斯的和独裁统治的社（法）团主义特征在那些受其

影响最深的国家里如奥地利和瑞典势必遭到公开反对。”54在国家法团主义的政治架构中，政党被赋予更为

重要的角色，而公民社会的功能性代表也需要在政党代议的基础上实现。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典型国家中，政

党制度几乎由少数的或独一的政党主宰和垄断。在这一意义上，政党权力有时几乎可以与国家权力划等号。

同时，地方分支单位严格服从中央的官僚权力，这使得地方层级的公民社会也不得不从属于中央层级的代表

性社团或地方的政党组织。这些特点都使得国家法团主义遭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而社会法团主义则是近年

来更受学术界青睐的一种类型。按照美国学者埃里克·诺德林格的描述，在社会法团主义结构中，最重要的

活动者是“那些为数众多的功能性协会以及那些能够代表几乎所有劳工、商业和农业部门的协会国家总部。

它们特别有效的资源包括：高密度的成员结构（绝大多数功能性的和部门性归置的行动者属于这些协会）、

极大数量的协会总部成员、集中化的组织、对关键性经济资源的控制以及专门技术知识和特殊信息。协会代

表一方面通过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另一方面通过采纳和应用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形式在其相互之间以及中高

级公共官员中间分配这些资源。公共官员依据协会能够施加于彼此及国家身上的资源来对他们的偏好做出回

应，并且通过权衡其相互优势及一整套共享的技术— —管理标准来对这种回应进行调整。”55社会法团主义

的特征很接近多元主义，即强调公民社会的主动性，要求协会代表主动积极地“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另

一方面，为实现政策效果，社会法团主义也强调公民社会与公共官员的沟通。在这种沟通之中，政党也可以

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在社会法团主义的框架下，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地位更为平等。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中

心转向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法团主义视阈下的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更为凸显其价值。 

 

 

 

 

 

 

 

 

    结语： 

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可以放在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这三种视阈下讨论。在国家主义视阈

下，政党处于优先的地位。在多元主义视阈下，公民社会处于优先的地位。而在法团主义视阈下，政党与公

民社会的关系以一种整合的面貌出现，即整体性取代优先性成为关系的中心。当然，法团主义也并不是铁板

一块。法团主义内部的分歧使得这种整体性的内部也出现优先性的争论。法团主义可以分为国家法团主义和

社会法团主义。这一分类表明，即便是在法团主义的视野之中，对优先性的考虑也是不可避免的。本文认

为，法团主义的整合特色和折衷色彩并不能完全取代优先性的考察。而在共时性下对优先性的考察是没有太

大意义的。需要引入历时性的因素对优先性进行分析。政党与公民社会何者优先需要放在历史演进的大背景

下进行讨论。政党与公民社会都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两类事物出现的时间和历史背景还比较接近。一种大致

的判断是，在民主政治构建的过程中，政党的作用处于优先地位，而在民主政治巩固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的

作用更应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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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arty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ism

Gao Qiqi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corporatism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ism and pluralism, old and new corporatism debate, the future of corporatism and so on. 

The position of corporatism is between statism and pluralism. In the analysis of statism and 

pluralism, party and civil society have a tense relation, and the question which is the first 

always be a central issue. Corporatism tries to overcome the which-is-the-first question, and 

integrate these two parts to analyses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main actors, 

corporatism is divided into state corporatism and societal corporatism. In the classical states 

of state corporatism, party has fully dominated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etal corporatism, the positions of party and civil society are 

relatively equal.

Keywords: corporatism; state corporatism; societal corporatism; political party;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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